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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形象

樊海涛（云南省博物馆）

摘要：本文分类介绍了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形形色色的怪兽形象，对它们的不同文化渊

源分别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它们中有的属于滇国地方文化的独特产物，有的则是和多种

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是众多异域怪兽形象出现在滇国的一个重要
原因。作者还将滇国怪兽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分属不同
的文化系统，两者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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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青铜器以写实见长，社会生活、人生百
态、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均以鲜活的姿态活跃
在各种青铜器图像中。在滇人现实主义的笔触
下，一些怪兽形象突兀地出现，引人注目。本文
就此作一些初步探讨。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龙、
凤等图像则不在讨论之列。

一、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形象

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形象多为写实风

格［1］，按照其基本形态，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形

制：

1、虎形怪兽，分三式。
Ⅰ式：见于晋宁石寨山第 7 号墓出土的一件

西汉时期银错金镶石带扣 （M7∶72） 上，为有
翼虎形怪兽。

该带扣银质，上有弧形空槽以引带，有带齿

以扣孔，结构与今天我们使用的皮带扣相似，使

用锤碟工艺形成突起的虎纹装饰，虎肩肋部有双

翅，虎目镶嵌以黄色琉璃珠，虎身还使用绿松石

小珠子飞金片等镶嵌装饰。有翼虎的右前爪持一
枝状物，身后山石、卷云作缭绕翻腾状。
Ⅱ式：凡三见，为虎身水獭头怪兽。两次出
现于晋宁石寨山第 6 号墓出土的一柄西汉时期刻

纹铜剑（M6∶21） 刃部。

该铜剑刃部两面均刻一手持短剑的滇族男子

与一种头部如水獭形状的虎身怪兽相搏，另有一

猴前爪拖住兽尾，张口欲噬。怪兽白头颈以下与
老虎无异，有爪、身带条形虎斑、长尾，但头颈
以上花纹一改虎状条形而呈点状，头部细圆，小

耳，吻部突出，模样与水獭极似；另一次出现于

晋宁石寨山第 13 号墓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残铜

鼓（M13∶3） 鼓腰部。该鼓鼓腰装饰的刻纹图
像中也有类似的虎身水獭头怪兽扑噬峰牛的造图一 有翼虎银带扣

图二 刻纹铜剑上的人物、虎形怪兽、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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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Ⅲ式：凡三见，为虎身狐头怪兽。均见于晋
宁石寨山第 13 号墓出土的西汉时期两柄刻纹铜

剑 （M13∶172；M13∶219） 刃部。刻纹铜剑
（M13∶172） 刃部两面的图案均为一手持短剑的
滇族男子与一种头部如狐狸的虎身怪兽相搏，另

有一猴前爪拖住兽尾，张口欲噬。这种怪兽身躯
与虎无异，但头部上阔下窄，大耳直立，犹如狐

狸。另一柄刻纹铜剑 （M13∶219） 刃部刻一类
似怪兽，尾后还有一蜜蜂。
2、豹形怪兽
豹形怪兽仅一见，为豹身狐头造型，出现于

晋宁石寨山第 13 号墓的一柄西汉时期刻纹铜剑

（M13∶219） 刃部。即前文所提到刻有虎身狐头
怪兽铜剑刃部的另一面。这种豹形怪兽形象与虎
身狐头怪兽很相似，仅躯体改虎的条状斑纹为豹

的点纹，颊旁带长髯，另有一猴子抱其尾，张口

欲噬。
3、狮形怪兽，分三式。
Ⅰ式：见于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

长方形扣饰边缘。

该扣饰四周逆时针环绕着六只狮形怪兽做装

饰。这些狮形怪兽头部硕大，身带三角形花纹，
短尾，大耳，头上有短发竖立，圆睛、阔鼻，口
部硕大，几至于耳，呲牙咧嘴，牙齿呈锐角三角

形，锋利异常。
Ⅱ式：见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

期的鎏金二怪兽扣饰（M13∶227A） 上。
该扣饰由两只狮形怪兽构成，它们背身而

立，头上巨角叉桠如鹿，长发上指，面容似人，

圆睛、阔鼻、巨口，口中有两只獠牙倒突于唇

外，足踏两条巨蟒，背上还有一条巨蟒蜿蜒爬行

其上，状极凶残。两只怪兽的耳朵和前爪上还装
饰有大耳环、宽边玉镯等物。
Ⅲ式：见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

狩猎场面叠鼓形贮贝器 （M71∶142） 器身刻纹
图像中。

这只狮形怪兽手臂如人，但足部却长着锐利

的兽爪。“头发”向后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
乱，小尖耳、圆睛、阔鼻、巨口，口中有两只獠
牙突于唇外，耳戴玉环，手戴宽边玉镯，背上有

四枚“勋章”似的装饰物，小腿上还缠裹着一条
装饰束带，面带微笑，神态和蔼。
4、牛形怪兽
牛形怪兽仅一见，出现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一件西汉时期狩猎场面叠鼓形贮贝器 （M71∶
142） 器身刻纹图像中，位于叠鼓形贮贝器下层

铜鼓的鼓腰处，身前还有一头半圆雕的卧牛掩

映。这头牛形怪兽蹄足、长尾飞背有驼峰隆起，
但头部无牛角，双耳竖立，鼻子与吻部之间长着

两只长长的、向上弯曲的牙齿，与象牙极似。它
的额头上还有一古怪的突起物，似角非角，犹如

头部长出了一柄短曲柄斧。
5、鹿形怪兽，分四式。
Ⅰ式：凡六见，四次出现在晋宁石寨山出土

图三 长方形扣饰边缘的狮形怪兽

图四 鎏金二怪兽扣饰

图五 贮贝器腰部的狮形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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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件西汉时期的刻纹铜鼓 （M13∶3） 鼓足；
另两次出现在一件西汉时期刻纹铜剑 （M13∶
233） 刃部以及一件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

晚期的刻纹铜臂甲上（M13∶4）。鹿形怪兽身形
如鹿，躯体花纹呈竖条带形与点纹相杂。角、尾
漫延如水草状，唇部剧张而卷曲、大耳、兽爪，
均作回顾造型。

Ⅱ式：凡两见，均出现在晋宁石寨山出土刻

纹铜鼓 （M13∶3） 鼓足，造型与Ⅰ式相同，仅
躯体花纹呈三角条纹状。
Ⅲ式：仅见于晋宁石寨山出土刻纹铜鼓

（M13∶3） 鼓足，造型与工式相同，仅躯体花纹
呈圆形点状。

Ⅳ：仅见于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刻纹铜臂甲上

（M13∶4） 上，长喙，长角，尾分两岔，足如剪
刀，躯体花纹呈横条带形与点纹相杂，作回顾造

型。

二、怪兽图像的文化渊源初探

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派的理论先驱莱奥·弗罗
贝纽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文化没有脚。
这意味着文化是靠人们的传播而对人类产生影

响 ［2］。如果我们像“泛埃及主义”一样用把埃
及看作人类文明的摇篮、惟一的文化辐射源的方
式去探索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的文化渊

源，那么肯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但如果我们无

视这些怪兽图像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的种种相

近、相同或相通之处，而执着于“土生土长”的
解释，那更会被讥为掩耳盗铃。解决滇国出土文
物图像中的怪兽之源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现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资

料尝试着分述于下：

1、虎形怪兽
有翼虎银带扣上的翼虎形象在面世之初就引

起了学者的重视，对银带扣的来源有两种意见：

一是发掘报告所称：“它可能是经波斯、大夏等
国输入西南夷的”，大多数人都赞同此论，有学
者考证其产于西亚或印度，传播途径是蜀身毒

道 ［3］；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带扣“纯属汉地工艺
作风”，“不能因为此虎纹有翼就把它视为外来
之物”［4］。虽然这两种意见相佐，但都承认带扣
上有翼虎的造型非滇国自产而是受到了外来文化

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虽记载过汉益州郡出银［5］，
但炼银工艺需要采用灰吹法，很难掌握［6］。石寨
山出土众多文物中，银器为数不多，除此银带扣

外仅出土银饰片（石甲M12∶142），银丝（石甲
M13∶349），银发针（石甲 M13∶29） 等寥寥几
件［7］，可见西汉时期滇国银矿产量极低，银器并

不普及。有翼虎银带扣工艺精湛，错金工艺飞镶
嵌琉璃、绿松石等多种“宝石”的装饰手法也很
特殊。据考，这种在动物身体局部布置凹叶纹以
镶嵌宝石的方法出自于西伯利亚地区，为斯基泰

的动物纹饰所特有［8］。带扣为游牧人所习用，有
翼虎前爪所持的“三株树”也体现出典型的西亚

图六 贮贝器腰部的牛形怪兽

图七 铜鼓足部的鹿形怪兽

图八 铜臂甲上的鹿形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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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征［9］。所以这件有翼虎银带扣应属外来之
物。
有翼兽的造型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就已出现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神话中的“格里芬”
（Griffin），即“狮身鹰翼怪兽”也源自苏美
尔———阿卡德———巴比伦地区，它是力量和权威
的象征，影响深远。我国有翼兽的造型也出现得
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000 年左右的赵

宝沟文化中 ［10］，但是赵宝沟文化中的有翼兽形

象在继后文化发展中的传承及影响尚待进一步研

究。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有翼兽的艺术造型大量出
现，与北方草原文化盛行一时有关［11］。2003 年，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曾发现过西汉时期鄂尔多斯式

镂空铜饰牌，证明当时北方骑马民族已经到达过

西南地区［12］。滇国青铜文化中的游牧文化因素，
早已被有识者所论及［13］。
有翼虎造型传入滇国的渠道确实存在南、北
两种可能。目前看来，周邻地区并未发现类似的
带扣 ［14］，它经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进入滇国的可

能性更大些。具体的文化传播路线大概是美索不
达米亚地区———中亚、西亚地区———印度———缅
甸———滇，其中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和蜀地商人
的活动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鉴于我国玻
璃器的生产与西方分属不同的体系，如果有朝一

日能够对有翼虎双目中镶嵌的黄色琉璃珠作能谱

分析，那么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或许可以对其产

地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山海经·海内北经》
中曾记载有食人的凶兽“穷奇”，其状如虎而有
翼，形状倒与这件银带扣上的动物相吻合。
虎身水獭头及虎身狐狸头的怪兽，从未在其

他文化中发现过，滇人写实的艺术作风为我们描

述的是否是一种曾经存在，但早已灭绝的怪兽

呢?它们也可能仅是巫术思维下的想象产物。豹
身狐狸头的怪兽同样如此。
2、狮形怪兽
中国无狮子，《尔雅》中记载过的“狻猊”，
可能是我国关于狮子最早的记载。中国人真正了
解狮子，应该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后。
《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地暑热莽平，
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
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扇宾同，而有桃
拔、师子、犀牛”。东汉章和元年（公元 87 年），

有月氏国遣使者贡献狮子之事 ［15］。但在滇国，
狮子形象出现得很早，出土“鎏金二怪兽铜扣饰”
的石寨山第 13 号墓时代约在西汉文帝五年（公

元前 175）～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16］，
时间上限比张骞首通西域（公元前138年）更早［17］，

这意味着早在张骞出塞之前滇人就可能对狮子这

种凶猛的野兽有了一定的了解。
滇国的狮形怪兽有三种，外表相近，具体则

有所区别。李家山出土的长方形扣饰上的相对写
实；石寨山第 13 号墓出土的则头长鹿角，口有

獠牙，显示出“神圣化”的趋势；石寨山第 7l
号墓出土的明显是一“披着狮子皮的人”，因为
它的前爪与后爪不同，呈人手的形状。这样的
“手”我们在石寨山第 13 号墓出土的一件刻纹铜
牌上人物造型中可以见到相同的范例。“舞狮”
可能具有逐鬼驱邪之意。当然，滇人故意装扮成
这种“怪兽”模样，也可能是一种用以诱捕其他
野兽的特殊狩猎方式。
这三只“狮形怪兽”面部不约而同地都作正

面表现，五官清晰，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世界闻名

的“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的艺术造型是古埃
及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埃及人称之为“沙斯
布·安赫”，意为“栩栩如生的形象”，阿拉伯人
称之为“恐怖之父”［18］，更能体现它的内涵。希
腊文化中的智慧女神的斯芬克斯（Sphinex） 也是

狮身人面的造型。所以滇国出现的这三只狮形怪
兽，虽然都是本地“制造”，但它的文化渊源却
来自遥远的两河流域，通过中亚、西亚、印度、
缅甸，辗转来到滇国。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存
在，为遥远文化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条迂回曲折

的国际通道。
3、牛形怪兽
牛是滇人重要的肉食来源，还是财富的标

志。滇国青铜器中最常见的是巨角隆脊的“封
牛”，但牛形怪兽在成千上万的滇国青铜器图像
中仅此一例，弥足珍贵 ［19］。这种怪兽真的在现
实中存在吗？我们很难回答这一问题。从狩猎场
面贮贝器器身的刻纹图像的艺术表现手法看，滇

人在表现这头牛形独角怪兽的同时，也淋漓尽致

地表现了周遭树木飞天空飞禽的生动形象。滇人
善于表现现实生活场面的艺术特点，所以这种

“牛形独角怪兽”也许真的曾经在滇国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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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随着物种的灭绝而消失了。
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头“牛形独角怪兽”

是出于滇人对“大象”向往而虚构出来的产物。
滇国青铜器图像中我们从未见过大象的身影，但

在石寨山第 1 号、第 12 号墓出土文物中，我们
曾发现过少量类似象牙的残留物，所以滇人很可

能只见过象牙而没有亲眼目睹过真正的大象，仅

凭道听途说而“捏造”出了这头长着象牙的“牛
形独角怪兽”，其头部的“独角”，可能还融合了
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麒麟的一些特征。汉代人
认为麒麟是麝身、牛尾、狼额、马蹄的形象，雄
曰麒而无角，雌曰麟而有一角，角端有肉［20］。
《史记鲁西南夷列传》记载，滇国以西千余里有
“乘象国”，其地有“滇越”。乘象国一般认为是
在今腾冲一带，但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考

证“乘象国”应该是在南鸠江（伊洛瓦底江） 畔
由傣族先民所建立的达光国，即国际学术界所称

的 Ta Gaung，它是蜀身毒道上的重要驿站 ［21］。
这头怪兽难道就是滇人对“乘象国”大象的幻想
吗？

4、鹿形怪兽
滇、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马迁
甚至认为滇国就是楚人庄踽所建。虽然我们在滇
池区域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迄未发现“庄踽王
滇”的确证，但一些文物仍然隐晦地向我们透露
出滇、楚文化交流的信息。童恩正先生曾撰《从
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一文予
以阐释 ［22］。滇国青铜器图像中的鹿形怪兽图案
可以作为一种补证。
这种鹿形怪兽或许就是“飞廉”［23］。“飞

廉”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三辅
黄图》称其形状“鹿身飞雀头、有角，蛇尾、豹
文，能致风呼号也”。《楚辞·离骚》记载：“前
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证明它与楚文
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湖北随县曾侯乙墓葬中出土
的马面胄上曾发现过类似的，“水鹿”图案。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臂甲上的鹿形怪兽，身

后有猛虎追逐，“虎———鹿”的食物链关系出现
在防御甲胄上，不但是现实的写照，其中还蕴含

着“万物相生相克”的哲理，具有厌胜意义［24］。

当鹿形怪兽的长喙、利爪愈加明显，角、尾演变
如水草漫延后，这种食物链的组合在铜鼓足部装

饰图案中的连续出现，我们就不能再归结于艺术

表现风格化的原因。此时，它以飞奔的姿态（风
神） 变成了一种引魂升天、化生的文化象征。楚
墓中常见的镇墓神兽，许多造型都头戴鹿角，它

们或多或少都与“飞廉”有一定的渊源［25］。
鹿性警惕，时常回顾以预防猛兽袭击，“鹿
回首”的造型不仅是鹿性机敏的写照，而且它长
喙利爪、回转头的造型，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遥
远的北方骑马民族文化中。鸟喙鹿身的怪兽形
象，从东周至秦汉多见于我国鄂尔多斯地区以及

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艺术中，是斯基

泰———阿尔泰艺术的常见题材。前苏联学者在研
究蒙古、外贝加尔、图瓦、阿尔泰等地的鹿石
时，分析了鹿石上的一些细部特征，指出“回
首”的动物造型“这种母题在鄂尔多斯（公元前
六～五世纪或更晚） 广泛流行。上面列举的所有
动物形象（金麦里、高加索、米奴辛斯克和鄂尔
多斯） 的一般特征（头向后翻转、口张开，刻画
出耳朵，尾巴翘起，爪呈利爪状），说明这种母

题有一致的渊源。”［26］滇国的“飞廉”，鸟喙鹿身
兽爪，角尾极度夸张，回首奔逸，与之有几分相

似，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联系。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滇国怪兽具有不同的文

化渊源，一种是完全土生土长起来的，主要指虎

身水獭头、虎身狐头的怪兽和豹身狐头的怪兽。

另一种是与其他文化交流的结果。“其他文化”
所指范围很广，包括中原地区、欧亚草原、南亚
次大陆、中亚、西亚地区，甚至可达两河流域美
索不达米亚地区。

图九 米奴辛斯克盆地出土铜斧上的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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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滇国怪兽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形象比较

欧亚草原文化素以丰富的动物纹样（animal

style） 闻名于世，怪兽纹样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我国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虽与欧亚草原可能存在不

同的起源，但战国～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东征西
战，使它们的艺术风格显示出很大的相似性，两

者间关系密切 ［27］。“鄂尔多斯及其临近地区的
古代艺术中，在战国偏晚时期突然出现别具风格

的怪兽形象是斯基泰———阿尔泰艺术影响的结
果。”［28］就时代而言，它们比滇国青铜文化都要
早。滇国怪兽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形象相
较，共性和差异并存。
在表现题材上，两者都出现了有翼兽、狮
子、鹿等，但滇国的牛形怪兽、虎身水獭头、虎
身狐头和豹身狐头的怪兽都未见于其他地区，显

然属于滇国独有的地方性文化因素。
在构成方式上，怪兽形象都是采撷几种动物

的局部特征组合而成的，但欧亚草原文化中最具

代表性的“狮鹰合体”的鸟喙格里芬形象在滇国
不曾发现，怪兽———食草动物的组合不过一例，
仅见于石寨山第 13 号墓出土的残铜鼓腰部，它

的造型是怪兽跃起，张口咬住牛的额头，牛伫立

不动，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食草动物组
合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大相径庭。怪兽扑噬后肢
翻转的食草动物的造型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流行一

时，在滇国却从未出现过。滇国怪兽———人的组
合方式显得很独特。
在物质载体上，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出现

各种器物上，有铜盘、铜饰牌、金箔、金饰片飞
金冠、金项圈飞石雕、象牙雕刻、毛毯乃至于人
体文身［29］，怪兽有圆雕、透雕、浮雕、半浮雕、
平面等，为数众多，形式多样。滇国怪兽则仅出
现在带扣、铜扣饰、铜鼓、贮贝器、铜剑等少数
器物上，主要有透雕、浮雕、平面几种形式。
在社会文化性质上，怪兽形象在欧亚草原文

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们的中心思想来自萨满
文化中活泼不屈的生命力 ［30］。在鄂尔多斯式青
铜器中它们也是图腾崇拜的产物，象征着权力和

地位［31］。可见，怪兽形象和动物纹样一般，根

植于游牧文化的土壤中，同游牧人的生活方式息

息相关。滇国青铜文化是在土著文化基础上形成
的一种多元的复合型文化。它以稻作文化为基
础，其中掺杂了大量的游牧文化因素 ［32］。滇国
怪兽仅出现在铜鼓、贮贝器、扣饰、铜剑等重要
器物上，数量少、工艺精，带有明显的“炫耀”
意味，和“图腾崇拜”并无多大关系。它们要么
直接从异域传采的，如有翼虎银带扣；要么是滇

人以审视“文化他者”的猎奇目光引进的 ［33］，
如狮子、长象牙的牛；要么就是艺术“移情”作
用下的想象产物，如虎身水獭头的怪兽、虎身狐
头和豹身狐头的怪兽，在滇国社会文化中只属于

边缘性文化因素而不是构成社会文化的主流。
总之，滇国怪兽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形

象似有关联，但它们不大可能是从欧亚草原直接

传入的。如果是直接影响的话，“狮鹰合体”的
格里芬、怪兽扑噬后肢翻转的食草动物等形象势
必要在滇国艺术中留下蛛丝马迹 ［34］。我们也不
能忽视两者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似点。童恩正先生
提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型文化传播带

中古代文化存在着内在联系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越

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明 ［35］。春秋战国时期氐羌等
游牧民族的南下无疑为南北文化的进一步沟通

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据人类学观察，当时活跃在
滇西———滇中地区的“昆明人”中就包含少量的
西方人种。草原文化与滇国的接触可能就因此而
来 ［36］。民族迁徙带来的文化冲击波不仅层层激
荡着遥远的滇国艺术，而且在传播过程中自身也

不断发生着改变、变异。滇人在借鉴的同时，不
乏创新与再造，所以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

兽，让人似曾相识，又独树一帜。
滇王在接待汉武帝的使者时，曾闹过“汉孰

与我大？”的笑话，司马迁分析这是因为道路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缘故。滇国青铜器图像中出
现的这些匪夷所思的怪兽造型，无疑给予了我们

全新的启示。中外文化交流之久远深广，远逾我
们的想象之外。
（本文图片分别采自《云南文明之光———滇王国文物
精品集》、《滇国青铜艺术》、《云南文物》，其余由云南
省博物馆保管部提供。图五、图六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黄家全先生绘制，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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